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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共同凝聚起来，以一个民族即中华民族为单元来面对和参与世界各国间的激烈竞争。在这个

过程中，一些依然保留了“部族国家”中传统意识的群体，将会过渡转变为现代“公民国家”的

国民，那些长期以来接受了本族是“民族”的少数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也需要一个理解和适应

的过程。这将是一个漫长和需要足够耐心的历史发展过程。 

14．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指引下反思“民族”理论、调整民族政策 

我国建国后宣传的民族理论、设立的各项民族制度和政策已被人们熟知而且习惯，如果有人

提出异议，肯定很难被接受。可是我们的时代和社会在不断变化，列宁和斯大林创建的苏联已经

解体，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与时俱进，跟上时代的变化。应当通过我

们对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变化的调查研究，通过对各民族认同意识演变的分析，并与其他国家的族

群关系的理论探讨和政策实践进行比较，以实践为尺度来检验和反思我国建国以来的民族理论和

民族工作实效。在这一讨论过程中，所有的人都可以发表不同意见，彼此都不要扣政治帽子。这

样就可以在充分和深入的学术讨论过程中逐步达成共识，并根据新的思路来逐步调整我们的相关

理论和民族政策。 

至于今后我国的民族基本制度和政策应如何调整、调整的次序与进度，那些都不是眼前最急

迫的问题，可以在达成共识时通过具体研究和实验来循序渐进地加以推进。但是在目前，如果我

们不把“民族”这个现代国际政治、现代国家理念中最核心的概念讨论清楚，随着族际交往的发

展、随着境外势力的介入、随着熟悉我国民国时代传统民族关系人物的辞世，我国的民族关系在

今后只会更加复杂与恶化。如果一旦中国出现民族分裂，所有的群体都是“输家”，前南斯拉夫就

是一个最触目惊心的典型例子。我们必须让大家都清楚地认识到：每个“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

远利益与中华民族整体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只有在“民族”的基础理论上想清楚，重新思考中

国“民族构建”的新框架，逐步调整我国的相关制度和政策，努力使 13 亿国民把“中华民族”当

作自己最核心、最根本的认同群体，这才是中国民族问题在未来的出路。 

另外，近日中央政府决定全国中小学设立“民族团结”课，这非常必要和及时，但是如果课

程内容讲授的仍然是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和民族理论，那么开设这些课程的实际效果也许会事

与愿违，很可能反而会强化各族学生的“民族意识”，催生离心力。我想，我国中小学“民族团结”

课程的内容需要遵循这样几条原则：一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即所有民族一律平等；

二是 56 个“民族”从历史发展到今天都已成为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结构上是共生共

存的“多元一体”；三是中华民族是当今国际政治格局中的“民族国家”单元，中华各族之间的差

别主要是文化、血缘、历史记忆等方面的差别，各族成员都应强化中华民族整体的“民族意识”

和国民意识；四是在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中，国际竞争的“单元”是“民族国家”，因此，中华各族

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各族需要紧密团结、合作奋斗，共创共同的美好未来。 

那些把中国当作潜在敌人或竞争对手的国家或政治势力，一定会千方百计地利用中国国内的

“民族关系”大做文章，打“藏独”牌、“疆独”牌、“台独”牌来牵制中国在新世纪的崛起。一

旦中国强大起来，它们为了自身的实际利益，也会毫不犹豫地背弃这些民族分裂组织，在“牌桌”

上把它们当作交换条件抛出去，它们过去也曾这样做过。对于这一点，中国各族民众和知识分子

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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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清代新疆政区变革与城市发展 

                                     ——纪念新疆建省 125 周年 

 

黄达远1 

 

行政区划是行政区域划分的简称，行政区划是在自然地理环境的背景上所划定的政治空间。

它必须是在一定的统治集团政权范围内，有统一的指导思想，为达到预定目的，对所管辖区域有

计划而全面约酌情划分，以便于国家或统治集团的管理和人民的生活，国土统一、分层区划、分

级管理、相对集中、天下共主，形成有组织的一体。2行政区划不只单纯与地方治理的地域相关，

更攸关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互动以及国土空间的营造，这集中体现在城市的建设与开发上。笔者试

从政区变革与城市发展这一角度挖掘晚清新疆建省这一重大历史遗产的价值，以纪念新疆建省

125周年。 

 

一、乾嘉时期新疆的多元政区与城市建设 

 

我国古代行政区划的两大原则是“山川形便”与“犬牙相入”，“山川形便”的意思是以天然

山川作为行政区划的边界，使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区划相一致。“犬牙相入”的原则原来是纯粹

用于边界的划分的，对于单式政区而言，与山川走向不合的边界大致就是犬牙相入的现象。“犬

牙相入”是为了防止出现因地理单元和行政单元一致出现的地方割据现象，反映了中央对地方控

制的强化。 

                                                        
1 作者为新疆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 
2
 张明庚、张明聚编著，《中国历代行政区划》，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 年 5 月，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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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中期统一西域后，从地理空间上视西域为单独的地理单元，“与内地赤县神州相表里。”
1以嘉峪关作为“西域”东段起点，“嘉峪关本隶肃州，因为西域新疆门户，故首纪关外驻员，以

箸我国家控驭边陲之义”。2“西域”的西段则至中亚的“吹、塔拉斯，俱连砂碛，通藩属右哈萨

克界。”3清廷视西域这一地理单元的面积与内地面积同样广阔，“其疆圉之阔远，几与中土埒，”4

因此，为了便于对西域进行管理，清廷也对其进行了行政区划的分割。在官方修订的《皇舆西域

图志》中，将西域分为四路：“首记安西南北路，次记天山南北路”。安西南路东界嘉峪关，置安

西州，辖敦煌、玉门两县。安西北路为哈密、镇西府、迪化府；天山南路为辟展、哈喇沙尔、和

阗、喀什噶尔等“南八城”；天山北路为库尔喀喇乌苏、伊犁、塔城等地区。5需要指出的是在划

界中天山是作为重要的分界线，实际上反映了清廷首先采用了“山川形便”的原则。 

四个行政区划实行的行政制度也各不相同，安西南路设置安西州、辖玉门、敦煌县，为州县

制；安西北路为复合式政区，既有乌鲁木齐都统所辖的军府制，亦有迪化州、镇西府的州县制度；

天山北路为伊犁将军直辖的军府制度；天山南路自辟展至喀什噶尔实行伯克制度。清廷虽以伊犁

将军为“总统”新疆事务的最高军政首领，但实际上伊犁将军权限有限，一是不能治理安西南路，

安西州属于甘肃省辖境；二是乌鲁木齐都统、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受其“节制”的程度是极为有限

的；6 三是甘肃的行政区不仅领有安西州，还远辖至迪化州，与伊犁将军的辖区交错，这明显表

现出清廷在西域的行政区划还采用了“犬牙相入”的原则，使伊犁将军事权不宜过大。安西北路

实行的行政制度是“双轨制”，既有州县制度，也有军府制度，这种混合色彩，反映了这一地区

处于边疆与内地的过渡地带。 

“行政区划作为地方政治制度的一翼，其创设和变迁，首先要服从于政治目的和政治需要。”
7清廷将“西域新疆”划分为四个政区，一方面体现了乾隆朝对“西域新疆”地域的认识不足，“其

疆圉之阔远，几与中土埒”，8伊犁将军统辖地域过于辽阔，牧区、农区环境迥异，将“西域新疆”

一分为四，实际上相当于四个省份，正如时人评价伊犁将军、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乌鲁木齐都统、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之间的关系为“犹内地督抚分省而治”9；另一方面，这种行政区划也体现了

清廷对西域新疆的政区划分主要是出自满族统治者自身利益的考虑，使中国东北、蒙古、西藏、

回部形成藩部，以制约内地汉族的意图。10 

多元的行政区划对西域新疆国土空间开发意义重大，作为各级区划的军政中心，大多位于地

域空间的节结点上，因而对城市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四个行政区上形成了不同的城市带：

一是以天山南路喀什噶尔为中心的城市带，“回疆自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后，建大城八，曰喀什噶

尔、曰英吉沙尔、曰和阗，曰阿克苏、曰乌什、曰库车，曰喀喇沙尔。”11另据文献记载，清代中

期南疆还有一种特殊的城市体系：“查回部设立阿奇木，共三十一城。计其大小酌为三等：叶尔

羌、喀什噶尔、阿克苏、和阗为四大城；乌什、英吉沙尔、库车、辟展为四中城；沙雅尔、赛哩

木、拜、库尔勒、玉古尔、牌租阿巴特、塔什巴里克、哈喇哈什、克勒底雅、玉陇哈什、齐尔拉

塔克、阿斯腾阿喇图什、阿喇古、玉斯腾阿喇图什、英额奇盘、巴尔楚克、沙尔呼勒、鲁克察克、

                                                        
1《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八《疆域》。 
2 （清）傅恒等编修：《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二十九《官制一》。 
3《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十三《天山北路》。 
4《钦定皇舆西域图志》之《皇舆全图说》。 
5《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八《疆域》。 
6 管守新：《新疆军府制度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125 页。 
7 周振鹤：《体国经野之道——新角度下的中国行政区划沿革史》，香港，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4 页。 
8《钦定皇舆西域图志》之《皇舆全图说》。 
9 （清）椿园七十一：《西域闻见录》卷二《新疆纪略下》。 
10 王柯著，冯谊光译：《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系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年，第 171-172

页。 
11
 （清）松筠撰：《西陲总统事略》卷十《回疆各城事略》，清嘉庆十四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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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三、喀喇和卓、洋赫、克勒品为二十三小城，俱给与阿奇木伯克图记。其大城图记分寸，视

内地佐领，中小等城，以此递减。”1这表明按照伯克的大小级别，回疆存在着大城、中城、小城

划分的城市体系，清廷予以承认的大城实际是十个，即喀什噶尔、叶尔羌、阿克苏、和阗、乌什、

库车、沙雅尔、塞里木、库尔勒、布古尔。“以上十处大阿奇木十员，俱有图记。”其它城市给予

的是“小阿奇木”的图记。2这种城市体系颇具地方民族特色，笔者冠以“伯克制下的城市体系”

之称。其中心城市是喀什噶尔，“喀什噶尔城市为各部落之首，其设大小伯克及坐次之先后，各

城皆无及于喀什噶尔之经准绳也。”3“回部名城不一，而喀什噶尔为之冠。”4 

清廷在保留了这种城市体系的同时，又为驻扎在南疆的参赞大臣、领队大臣等新建了“镇城”，

“官兵与回民不便于回民杂处……不若将各城官兵调集，驻扎一处，庶兵力不分，而扰累回人之

弊可杜等语。”5“喀什噶尔旧有城，为回酋玛哈默特所属之地，……乾隆二十四年讨平之官兵就

其城驻守，城周三里余，东门二，西南门各一，名旧城，回众居之。二十七年于旧城西北二里许，

临河爽之地基，创筑一城，其基即布喇尼敦故园也。城垣高一丈四尺，底厚六尺五寸。周二里有

奇，门四，东承恩，西抚羌，南彰屯，北僻远，赐名徕宁城。”6 “英吉沙尔旧有城，周二里余，

乾隆二十四年后，驻官兵于城中隔一片墙，墙之南回民居之，其北官兵居之，四十七年展筑城垣，

纳郭外回民于内，城垣高一丈七尺，底宽八尺，顶宽三尺，南北门二，皆无名。城中隔墙，东西

长十五丈，高一丈五尺，底厚二尺，顶厚一尺，中有栅门通之。”7叶尔羌，“旧有土城一座，高三

丈二尺，周围共二千一百四十二丈，合计十一里九分，东西北三面各开一门，南面二门，城内建

盖衙署仓库，乾隆二十四年于城内西南隅建立办事大臣衙署一所……”8库车，“库车城旧以柳条

沙土筑成，依山为基，四门周四里六分六厘，乾隆五十八年重修，内建办事大臣衙署一所，其后

花木最盛，有庭榭池沼，西北菜园极大。”9经过新建、改建和扩建，南八城的城市地域面积有所

扩大，城市的职能也有所变化。一般来说，新建的镇城主要是军事和政治中心城市；而回城主要

是经济与文化中心城市。 

二是安西北路的乌鲁木齐城市带，核心城市是巩宁、迪化、镇西，城市群包括古城、吉木萨

尔、阜康、迪化、昌吉、绥来、精河等城市。乌鲁木齐城市带主要体现了郡县制与军府制结合的

特点，既有军府直辖的“军城”：巩宁城、镇西城、广安城。还有州县制下管理民政的“治城”：

奇台、镇西、阜康等。这一城市带中还有新疆最繁华的商业城市古城。由于受到新开发的农业垦

区和北方游牧区互市贸易的影响，这里的城市发展较快，城市的商业性质也比较突出。10 

三是天山北路的伊、塔城市带，主要有伊犁河谷的“伊犁九城”，塔城、库尔喀喇乌苏等组

成。其中惠远城称为“大城”，是中心城市。其它如惠宁、绥定、广仁、宁远、瞻德、拱宸、熙

春、塔尔奇等八座城市规模较小。 塔尔巴哈台虽属一军政区，但是辖境主要是哈萨克、蒙古游

牧地，主要城市只有乾隆三十年（1765）修筑的肇丰城（1766 年又东徙至楚乎楚地方，建绥靖城），

城市只有一个，可归并到就近的伊犁城市带中，此外，还有库尔喀喇乌苏亦可归并其中。这一城

市带的特点是军事职能十分突出，“伊犁地处边陲，毗连外域，非乌鲁木齐建立府厅州县，设有

学额可比，自应以武备边防为重。”11 

安西南路的敦煌、玉门、哈密等，距离遥远，未能建成一个城市带。三大城市带中，伊塔城

                                                        
1
《清高宗实录》卷六四二，乾隆二十六年八月戌寅。 
2
 （清）佚名：《西域地理图说》卷二官制制度。 
3
 （清）佚名：《西域地理图说》卷二官制制度。 
4
 （清）傅恒等修：《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一《天山南路图说四》。 
5
《清高宗实录》卷七四三，乾隆三十年八月丙寅。 
6
 （清）祁韵士：《西陲要略》。 
7
 （清）祁韵士：《西陲要略》。 
8
 （清）和宁：《回疆通志》卷八。 
9
 （清）和宁：《回疆通志》卷十。 

10  参见黄达远：《清代中期新疆北部城市崛起的动力机制探析》，《西域研究》，2002 年第 2 期。 
11 《清仁宗实录》嘉庆八年二月丁巳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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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带与乌鲁木齐城市带声势联络，并通过巴里坤与草原商路连接起来。南疆的城市体系则自成一

体，主要是环绕塔里木盆地南北缘分布。从国土开发格局来看，北疆城市带的发展，使得城市改

变了南重北轻的城市格局，而是形成南北并重的新格局，形成了“Z”字型的全疆城市分布格局，

通过城市带将南北疆连成一体，对新疆国土开发意义重大。 

不过，清代中期新疆虽形成了三个城市带之间的相互联络，但由于清廷实行区划分割的原

则，西域新疆虽然名义上是一体，但实际上是多元政区。因此，还不能形成一个全区的统一行

政中心城市，而是形成三大城市并列的局面：惠远、乌鲁木齐、喀什噶尔。特别在南疆八大城

之间，这种不相统属的局面更为严重。“各大臣驻剞一城，各长其疆，并无维制考核之分，是以

彼此不相顾忌，不若外省州县属于知府，复设司道从而考察之，又设督抚从而统辖之，层层相

制。”1城市的性质不一，军城、治城、伯克制的城市多元并存，也妨碍了城市的行政治理和功

能互补。“况阿奇木伯克等乘充伯克，多系三品、四品，州、县阶官尚居其下，……于体制亦不

相宜。”2更为重要的是南疆和北疆城市之间的经济不能融成一体，如清廷在北疆、哈密、吐鲁

番一代使用制钱，而在“南八城”铸造和使用红钱——“普尔钱”，“普尔钱一项惟南八城通行，

北至吐鲁番，东至哈密不能行，其吐鲁番所产棉花亦不能以普尔钱收买，民间不能施行。”3 

另一方面，由于清廷在新疆推行民族隔离政策，城市的地域空间，特色鲜明，形成了“复

式城市”，“复式城市的一种明显的类型是行使国家权力的集团为达到种族隔离从而有利于控制

目的而筹建的。”其空间结构是两种，一种是“在许多城市的城墙之内占用了专供满族人居住的

完整地段，也有少数是筑起部分墙垣，给满族居住区创造一种封闭的环境。……另一种是挨近

原有汉人居住的城市营造一座完全独立的城垣。” 4清代满族人大约创建了 34 个双子城，大部分

在华北和西北的军事要地上。而仅新疆的双子城就有 12 座，占到三分之一以上。有的复式城市

属于军事政治城市和传统城市并存，有的完全是因为民族隔离的需要，将城市中的民族居住区

隔开，形成所谓“双子城”。清代中期新疆复式城市概览如下表： 

 

表 1    清代中期新疆复式城市概况表 

地  区 汉  城 满   城 回  城 备  注 

北 

疆 

地 

区 

伊犁 熙春、绥定六座 惠远、惠宁   宁远 九城相互隔开 

乌鲁木齐 迪化 巩宁  隔河相望十里相望 

古城 汉城     嘉义  二城相连 

巴里坤 镇西     会宁      二城相连 

 

南

疆

地

区 

喀什噶尔 徕宁（恢武）5  回城 汉城与回城相距四里 

英吉沙尔 辑远  回城 二城相连 

叶尔羌 嘉义    回城     二城相连 

和阗 威靖  伊里奇     二城相连 

阿克苏 普安  回城     二城相隔 

库车 巩平    回城     二城相隔 

吐鲁番 广安    辟展 二城相隔 

哈密 汉城    回城     二城相隔数里 

资料来源：根据林恩显：《清朝在新疆的汉回隔离政策》，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 年，271－276 页改制。 

 

从城市职能看，汉城、满城是军事或行政中心城市，回城是宗教商业中心城市。1汉城和回城

的联系主要靠买卖街联系起来，从军事上来说，复式城市虽能遥相呼应，但是又有各自为政、力

                                                        
1《那文毅公奏稿》道光七年十二月初八日。 
2 （清）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卷七四。 
3《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十九，钱币考一。 
4
（美）章生道：《城治的形态与结构研究》，载（美）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

局，2000 年，第 100 页。 
5
 恢武系道光年间重建，离城十里。嘉义、威靖、巩平三城也系道光年间平定张格尔乱后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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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分散的弊端。钱穆先生指出，清代政治和中国传统政治不同，皇帝是满族人，他们也依靠和重

用满族人，是一种部族政治。2 清代满族统治者十分维护部族集团利益。王柯进一步指出：“由

征服者建立起来的中华王朝——征服王朝的统治体系，不仅会在政治文化制度上坚持民族的二元

性，而且会将‘中国’和北方统治民族的活动地域隔离起来，从而造成一种帝国地域上的‘二元

体制’”。3这种二元体制造就的汉城、回城、满城，相互分隔，这一局面既不利于民族之间的交

往和融合，“南路征收，均由回目阿奇木伯克等交官，官民隔绝，民之畏官不如其畏所管头目也。”
4而且在面对外来强敌时，也容易被各个击破。同治初新疆变乱，这一教训十分深刻。 

 

二、晚清新疆建省时期政区变革与城市发展 

 

同治三年（1864 年），新疆各地爆发大规模的反清起义，随之中亚浩罕国军官阿古柏入侵新

疆。当时清廷无暇西顾，阿古柏占领新疆大多数地区，这一时期，由于战乱频繁，作为新疆各行

政区的中心城市大多失陷，许多城市在战火中化为瓦砾。至光绪初，左宗棠大军西征平定阿古柏，

新疆才重新进入一个相对安定的重建时期。战后新疆城市一片荒芜，伊犁将军李云麟在前往踏勘

伊犁九城的途中记载，“竟日不见居民”“所历城池市镇旧日人烟辏集处，荆棘成林，瓦砾满地，

不见一人，伤心惨目，不可胜言。”5新疆原来规模最大的重镇惠远城已彻底变为废墟，“旧时都会

之地夷为灰烬，商旅裹足，百年来民间元气凋丧尽矣。”6 另一军事重镇巩宁城“城身大半倾圯，

城内一片瓦砾，从前死尸骸骨，随处理瘗，垒垒无隙地，满目荒凉，于兹为甚”。7“新疆南北两

路，自遭寇乱十有余年，地方糜烂已极，各处城池衙署庙宇河渠，暂难尽复旧规。”8 

战后重建新疆各级军政中心城市，巩固边疆治理，成为战后重建的重大内容。刘锦棠提出“拟

仿照江苏建制大略，添设甘肃巡抚一员，驻扎乌鲁木齐，管辖哈密以西南北两路各道、府、州、

县。”9说明清廷不再将新疆视为四个行政区划，而是将新疆作为一个统一政区来对待。其中一个

原因是通过《中俄勘分西北界约纪》等不平等条约，沙俄已经割去中国西北的五十多万平方公里

的土地，使原来新疆的政区面积大为缩小。 

光绪 8 年（1882 年），督办新疆军务大臣刘锦棠主持了第一次新疆政区改革，“经野建官之道，

必量其地之民力物产，足以完纳国课，又可供给官吏胥役而有余。然后视其形势之冲僻繁简，置

官以治之。不从宽预为计划，则官困而民必受其害。故新疆添置郡县，设官不宜过多，此为必然

之势也。惟南路各城，民人较多，腴区较广，其辖境最辽阔者，纵横至数千里，少亦则百里。若

设官太少．又虑鞭长莫及，难资治理，不足为经久定制。”10 这一原则反映了中国传统的“量地

制邑”“度地居民”的行政区划原则，突破了“羁縻治理”的原则，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按

照刘锦棠的方案，重点是对伯克制度下的行政区划进行改革，分别设置喀什噶尔道和阿克苏道，

确立喀什噶尔为“西四城”、阿克苏为“东四城”的中心城市，阿克苏与喀什噶尔比肩而立，实

际上提升了阿克苏的城市地位，并增设了拜城县、叶城县、于田县、疏附县、玛喇尔巴什（直隶

厅水利抚民通判）、喀什噶尔汉城（疏勒直隶州知州）等十几个城市。这次改革还取消了民族隔

                                                                                                                                                                         
1 林恩显：《清朝在新疆的汉回隔离政策》，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 年，265－266 页。 
2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5 年第 2 版，第 131 页。 
3 王柯著，冯谊光译：《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系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年，第 137 页。 
4 （清）《左文襄公奏稿》，卷五三。 
5
（清）李云麟：《西陲事略》。 
6
（清）王树楠：《新疆图志》卷二九，实业一。 
7
（清）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光绪六年四月条。 

8（清）《刘勤襄公奏稿》，卷二。 
9（清）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卷四九。 
10（清）《刘勤襄公奏稿》，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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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政策，喀什噶尔巡道驻喀什回城，疏附县知县驻回城。在天山北路，依旧保留了镇迪道，改迪

化直隶州为迪化县，设迪化府为省治，将奇台县治移建古城。光绪 12 年（1886 年），伊犁将军金

顺去职，刘锦棠又奏请建立伊塔分巡道兼管通商，裁伊犁抚民同知，升伊犁厅为府，附府设立绥

定县，以广仁、瞻德、塔勒奇隶之，为西六城；伊犁将军驻惠远满城，设宁远县，以惠远、熙春

两城隶之，是为东三城；设霍尔果斯分防厅，精河直隶抚民厅，增库尔喀喇乌苏同知，改塔尔巴

哈台理事通判为塔城直隶抚民厅。1 

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时任新疆巡抚饶应祺主持了新疆第二次政区改革。南路西四城升

疏勒州为府，将原疏勒县辖之派素巴特，新设迦师县，升莎车州为府；增置泽普县、洛浦县、蒲

犁分防通判、玛喇巴什直隶厅改为巴楚州；南路东四城：升温宿州为府、另置温宿县、增柯坪县

丞、原布古尔分防巡检改为轮台县、从新平县另析出若羌县；库车厅改升为州，添置沙雅县；北

路吉木萨县丞升为县，改称孚远县、辟展巡检升为县，改称鄯善县，呼图壁巡检改为呼图壁县丞。

此外，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饶应祺还增置了新平县、在罗布淖尔设立治局。 

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改革后的新疆的行政区划如下：领六府、二直隶州、八直隶厅。

道在清代属于虚置政区，故不列入。 

府六： 

迪化府：于济木萨县丞地置孚远县来属。领县六：迪化、昌吉、阜康、绥来、奇台、孚远。 

温宿府：升温宿直隶州为温宿府。于府北二十五里之温宿州巡检地置温宿县来属。领县二：

温宿、拜城。 

莎车府：升莎车直隶州为莎车府。于色勒库尔地置蒲犁厅、于坡斯坎庄地置泽普县来属。领

厅一：蒲犁厅；县二：叶城、泽普。 

疏勒府：升疏勒直隶州为疏勒府。于牌素巴特地置伽师县，降玛喇巴什直隶厅为巴楚州，领

州一：巴楚州；县二：疏附、伽师。 

焉耆府：于色勒库尔县丞地置姥羌县，于布古尔地置轮台县。领县三：新平、婼羌、轮台。 

伊犁府：于绥定城置伊犁府。置绥定县为府附郭县，并于宁远城置宁远县来属。领县二：绥

定、宁远。 

直隶州二： 

库车直隶州：于沙雅尔城另置沙雅县。领县一：沙雅县。 

和阗直隶州：于洛普庄置洛浦县。领县二：于阗县、洛浦县。 

直隶厅八： 

镇西直隶厅、吐鲁番直隶厅、哈密直隶厅、库尔喀喇乌苏直隶厅、塔尔巴哈台直隶厅、精河

直隶厅、乌什直隶厅、英吉沙尔直隶厅。2 

新疆共有 22 个县城治所、8 个直隶厅（县级）治所；6 个直隶州和府治所：库车直隶州（治

库车城）、和阗直隶州（治和田城）、莎车府（治叶尔羌汉城）、疏勒府（治喀什噶尔汉城）、焉耆

府（治喀拉沙尔城）、温宿府（治阿克苏城），伊犁府、迪化府为府县同治。还有 1 个伊犁将军驻

所——惠远城， 形成了新的新疆城市体系，县级城市 30 个，府级城市 6 个，伊犁将军直辖城市

1 个，共计 37 个城市，这些城市以迪化为中心，沿新疆边界展开，形成一个封闭的“0”型。 

经过晚清两次重大的行政区划改革，新疆城市实现了几个重大的转变，一是完成了从“军城”

和南疆具有土司性质的城市向“治城”的转变，建省以后，都统、参赞、办事、协办、领队大臣

等军职均被裁撤，原先的城市军事职能转向以管理民政职能为主。废除了伯克制度，土司制的城

市也成为州县制下的城市；二是打破了政区分割的状态，将建省前的四个行政区划合为一体，建

立了中心城市——迪化，形成了首府——府（州）——县（厅）完整城市体系，城市体系也从“Z”

形分布转向“O” 型分布；三是将民族隔离政策造成的“复式城市”向单体城市转化，实行民汉

                                                        
1（清）《刘勤襄公奏稿》，卷十二。 
2 根据林涓：《清代行政区划研究》，2004 年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未刊稿），第 148-149 页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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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 

乌鲁木齐原来有汉城迪化、满城巩宁，经过战乱后，满城巩宁已经无法恢复，“城垣周围九

里三分，如果仍旧兴修，无论经费繁多，力不能逮，即以本处所遗兵丁，合库城、古城、吐鲁番

迁徙招徕，料亦无多。使之聚居城中，实形旷廓，不足以资捍卫。且遍地忠义骨殖，不忍令其再

残于锄铲之下，此巩宁城宜移建情形也。当兹经费维艰，似此零落，满兵暨难裔丁口，不必急具

专城，然建一城以归四城之兵，即节四城修费而为一城之用。事不宜缓，亦费勿徐糜。兼之兵燹

后汉民亦形单弱，若不如满汉联为唇齿，善后为足自强。”1经过战乱后的满族人口锐减，不足以

建设“专城”——满城，加之“经费维艰”，清廷只好废弃修建满城、汉城的想法，而是“满汉

联为唇齿”，将迪化、巩宁连为一体，“迪、巩二城联络一气，唇齿相依。”2新建的迪化城“周十

一里五分二厘，门七，南面及东西各二门。二十年来抚恤疮痍，生聚教训，亦塞外之雄郡也。”

此外，原乌鲁木齐都统辖下的巴里坤、奇台、吐鲁番、乌鲁木齐等地满族人口稀少，不能自立，

均搬迁至奇台，建立新满城。“（光绪）十五年徙县治于古城，移巡检于旧奇台。二十一年拓古

城西南，合满城为一，周八里一分，门六，西与南各二门。”3 伊犁九城的满人情况接近，虽然建

立了惠远新满城，但是迁来的人口中不乏蒙古、锡伯等。 

经过 19 世纪后半期的两次行政区划改革，新疆最终成为了统一的政区，便利了区域间经济交

流，也便利了各族人民的融合交流，“自试裁城关伯克后，经年以来，甚觉相安，毫无觖望。回

民去其壅蔽，意渐与官亲。”4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新疆布政使王树楠欲振兴蚕茧业，派

戌员赵贵华游历南疆各城乡加以考察。赵贵华每逢市集、巴扎之日，“陈列蚕具，纵民聚观，为

之讲解方法，论说利弊，举器以知物，即物以陈理，口述而指画”，使维吾尔族农民“倾听感动

翕然向风”。5民族隔离政策的废除，有利于城市经济的繁荣，如伊犁宁远城：“商业、市场及其

繁荣，可以看到汉、满、回、维商人为主，锡伯、索伦、额鲁特、蒙古、哈萨克、俄国喀山州的

伊斯兰教徒、柯尔克孜、安集延、塔什干、浩罕、犹太、俄罗斯人，……各族商人之多，为天下

一大奇观。”6 

建省以后，新疆的城市还是作为行政中心出现，没有走上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道路。但是，

这些城市还是为边疆地区的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以蒲犁厅为例，“往者坎巨提之役，二国（俄、

英）争其间，蒲犁以先设官而存、帕米尔以未设官而亡。郡县之所系，其重若此。”7 这反映了

“郡县制”下的城市制度对边疆稳定的重要意义。 

 

三、结语 
 

清代新疆政区的经过几次变革，最终实现了从多元政区到一体化行省政区的转变，这标志着

国土空间再次整合，不仅打破了民族隔离制度，实现了区域市场的真正统一，促进了城市的发展

和全区城市体系的建立。新疆建省，标志着以往清朝政府以族际主义治理为取向改向区域主义治

理为导向，是边疆治理政策的重大调整。同时，通过建省，还将边疆异质性（以族群划分的社会

空间，如汉城、满城、回城）的社会导向同质性社会。最为典型的就是将多元化的城市如满城、

汉城、回城全部改变为国家治理下的城市，构建出新的城市治理体系，代表国家权威的统一。在

区域主义的政策导向下，新的城市和城市体系又成为巩固区域空间联系的纽带，使南北疆最终连

为一体，不仅有助于区域主义政策的成功，又巩固了建省后的新政区，形成了一种互动的格局。 

                                                        
1
（清）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光绪六年四月条。 

2 乌鲁木齐都统恭镗奏，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03—6184—049。 
3《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百二十一，舆地考十一。 
4 （清）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卷七四。 
5 （清）王树楠：《新疆图志》卷二十板，实业一。 
6 （日）日野强：《伊犁纪行》，由蔡锦松、蔡颖摘译，《日野强及其伊犁纪行》，《新疆社会科学》1985 年第 3 期。 
7
 （清）王树楠：《新疆图志》《新疆建省后文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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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先生小传 

 

    顾颉刚先生，原名诵坤，字铭坚，江苏省苏州市人。1893 年 5 月 8 日（清光绪十九年三月二

十三日）生于苏州，1920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历任北京大学助教、讲师，厦门大学、中山

大学、燕京大学、云南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等校教授，中山大学语

言历史学研究所主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主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中国科学院（后

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1980 年 12 月 25 日逝于北京。 

    苏州是清代汉学中心之一，先生之家庭又是一个世代读书的人家，故自幼酷爱读书，6 岁即

入私塾，熟读“四书”，又读毕《诗经》、《左传》。读书时不肯盲从，爱用自己的眼光去评判之。

读书之余饱听家人讲故事及苏州的掌故旧闻，由此启发了对历史的兴趣，并开始接近民间的故事

传说。又读《古文翼》，从父亲学作文；自读《新民丛报》，其中梁启超浅显畅达、感情丰富之文

字对先生日后文风甚有益处。 

    先生 14 岁时考入长元吴公立高等小学校，在接受新式教育的同时自读《汉魏丛书》及《国粹

学报》，甚受章太炎所倡“整理国故”思想之影响。16 岁时考入苏州公立第一中学，课余从祖父

读《尚书》、《周易》、《札记》，并由《国朝先正事略》之阎若璩传中得知其已将《古文尚书》辨明

是魏晋间人伪造，又由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中知其将《汉魏丛书》里不少书列为伪书，故而思

想上产生巨大震动，深感古书中问题之多，立志以毕生之力考辨之。 

    1912 年先生中学毕业，次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课余听章太炎讲学，得知今古文经学的分歧，

愿从章氏“六经皆史”之说；并受其攻击今文家“通经致用”之启发，敢于为求真而治学。又迷

恋于京戏，因对戏中故事的留意而认识了故事的格局。1915 年因病休学，始读康有为《新学伪经

考》、《孔子改制考》，得知上古史靠不住，并知今、古文家各有其是非。1916 年考入北京大学文

科中国哲学门，不久蔡元培任校长，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之方针，使新文化运动风靡一时；

胡适讲中国哲学史丢开三皇五帝而从周代始，使人耳目一新。先生受其鼓舞，产生了自觉治学的

意志，敢于大胆宣布许多长期积于胸中的打破传统学说的见解。又受北大教授征集歌谣的启发，

始搜集歌谣，并对连带得到的风俗材料加以注意，敢于将民间的歌谣、戏剧、故事、风俗、宗教

和高文典册里的经学、史学置于平等的地位上做研究的题材。 

大学毕业后先生留校任职，承受胡适研究学问的方法，又经胡适、钱玄同的影响提起编辑辨

伪材料的兴趣，很快深入到古史古籍的研究中。先生极力主张史实与传说的变迁如同故事会得随

时随地的变化一样，要用角色的眼光去看古史中的人物，以古书记载中的相互冲突作为突破口，

于 1923 年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学说，推翻历代相传的三皇五帝系统，将其还原为神话

传说，对二千年之中国传统史学予以毁灭性打击，在史学界引起一场大论战，从而改写了传统的

古史。“层累说”在中国“第一次有系统地体现了现代史学的观念，是文献学上一个综合性的新创

造”
1
。先生认为推翻非信史必须打破民族出于一元、地域向来一统、古史人化、古代为黄金世界

四个传统观念，以后再演变为打破古史中种族、政治、伦理、学术四个偶像，在此设想下写出一

系列考辨古史中帝系、王制、道统、经学的重要著作；并着力研究《尚书》，将这部书中对古史传

统观念及偶像具有关键作用的《尧典》、《禹贡》等篇之写作年代推至战国时代。先生将自己与他

人讨论古史古籍的文章编为《古史辨》，创立了“古史辨学派”，在国内外学术界之影响历久不衰。 

    同时先生从事民俗学研究，以民俗学材料印证古史，诸如以歌谣来论证《诗经》是古代诗歌

总集，其中有大量的民间创作，推翻了此书之“圣经”地位；又以孟姜女故事来论证古史的演变，

                                                        
1 引自余英时《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吏学》，《明报月刊》1981 年 5 月号。 


